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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受教育水平与青少年子女主观幸福感

——来自中国高等教育扩招的证据

吴林林　徐若飞*

内容提要　青少年幸福感缺失日益引起社会关注。本文从实证角度探讨母亲受教育水平对

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母亲的高学历背景未能显著提升青少

年子女的幸福感。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母亲的高学历背景显著提升了青少年子女的物质生

活条件，并改善了家庭教育环境和模式。但母亲高学历背景带来的主观教育倾向 （“高学

历教育倾向”和“全面发展教育倾向”） 使青少年子女承受了较大的学习压力，抵消了正

向提升效应。此外，母亲陪伴时间的减少也是青少年子女缺乏幸福感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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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幸福感是个体对生活状况的综合评价，是生活的最终追求（Frey & Stutzer，2002）。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的幸福感水平不仅关乎个体当下的生活质量，

也影响未来的人生轨迹。已有研究发现，青少年时期的幸福感与个体的重要发展指标密

切相关。从短期来看，拥有较高幸福感的青少年会表现出更好的学业适应能力（Suldo 
et al.，2013）、更融洽的人际关系 （Proctor et al.，2009） 以及更低的风险性行为倾向

（Bergman & Scott，2001；Gillham et al.，2011）。从长期来看，幸福感有助于青少年在成

年后拥有更健康的体魄（Bursztyn et al.，2019）、更好的职业发展（Kansky et al.，2016）、

* 吴林林，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 linlinwu@163.sufe.edu.cn；徐若飞 （通讯作

者），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ruofeixu@aufe.edu.cn。本文系安徽省高校自然科学

研究重点项目（批准号：2024AH050007）的阶段性成果。

··84



吴林林、徐若飞：母亲受教育水平与青少年子女主观幸福感

更高质量的婚姻（Marks & Lambert，1998）和更满意的生活（Lyubomirsky et al.，2005）。
但近年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全球 10~14

岁儿童中有 13.5%正面临精神健康问题的困扰，并且这一比例在 15~19岁儿童中进一步

升高至 14.7% （WHO，2023）。根据 Li et al. （2024） 发布的相关数据，在中国，约有

64.6%的 13~18岁青少年认为自己的幸福感一般，高达 14.4%的青少年认为自己的幸福

感偏低。以上数据凸显了探究青少年幸福感缺失原因的重要性。

学者普遍认为，升学竞争压力是青少年幸福感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Sun et al.，
2013；Wang et al.，2020）。在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经济高速发展和计

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增强了父母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机，青少年因此面临巨大的竞争

压力（周子焜等，2023；Calarco，2018；Gu，2021）。然而，除了外部经济和制度性因

素外，导致青少年幸福感缺失的原因也源自家庭内部。其中，父母的高学历背景对青少

年子女的幸福感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高学历父母拥有更丰富的家庭资源（刘生龙、

胡鞍钢，2018；张抗私、史策，2020）和更科学的育儿理念（吴贾等，2020；Coleman，
1988；Cui et al.，2019）。这些因素有助于提升青少年子女的幸福感。另一方面，高学历

父母也对子女有更高的教育期望（张川川、葛润，2024）。特别是在中国的教育环境中，

高教育期望容易转化为子女的学业压力（Ang et al.，2009；Liu，2018；Lu et al.，2021）。
此外，父母的学历背景与家庭地位和劳动供给密切相关。高学历背景通过影响传统家庭

的权力结构，可能造成家庭（或代际）冲突（Zhang，2012），也可能通过劳动供给渠道

减少父母陪伴子女的时间。上述负面因素对青少年子女造成了长期不利影响（Almond 
et al.，2018；Currie & Almond，2011；Ren et al.，2025），引发了代际“教育-幸福”悖

论。这也使得研究父母学历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基于此，本文旨在探究中国教育环境下父母高学历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因果效

应，并深入剖析其背后的传导机制。特别地，本文聚焦于母亲高学历背景的代际溢出

效应。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母亲承担着教养子女的主要责任。相较于父亲，母亲与青

少年子女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更为频繁，在日常教育和情感支持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

色（杜凤莲等，2023；Cuartas，2022；Harding et al.，2015）。因此，本文认为母亲的

高学历背景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著。

为了准确识别因果效应，本文借助中国大规模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以解决母亲高学历的

内生性问题。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双重压力下，于1999年
实施了全国范围的大学扩招政策。这一政策直接导致中国大学新生录取人数由1998年的108
万增至1999年的160万，增长了近48%（Zhong，2015）。在此后的2000-2002年，中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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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新生录取人数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20%以上。扩招政策于1998年10月被提出，1999年8
月被采纳，并于同年9月起开始实施。因此，借助这一外生的高等教育扩招政策，本文可以

有效识别和估计母亲高学历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因果效应（Li et al.，2017；Wan，2006）。
具体而言，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结合地区潜在扩招能力和

出生队列的双重差异，构造了母亲学历的工具变量，并使用基于工具变量的两步处理

效应模型（two-step treatment effects model，TS-TEM）进行估计。研究发现，母亲高学

历并未显著提升青少年子女的幸福感，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为了探究基准回归结果不显著的原因，本文基于性别异质性分析发现，母亲高学历对

男孩和女孩的幸福感均无显著影响。通过进一步剖析潜在的传导机制，本文发现，母

亲高学历显著提升了青少年子女的物质生活水平，并改善了家庭教育环境和模式。然

而，高学历母亲的主观教育倾向（包括“高学历教育倾向”和“全面发展教育倾向”）

却给青少年子女带来较大的学习和心理压力，抵消了正向的幸福感提升效应。此外，

本文还发现，母亲陪伴时间的减少也是青少年子女缺乏幸福感的原因之一。

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既往文献已证明母亲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利于

提升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学业成绩、受教育水平、认知及非认知能力（Black et al.，2005；
Cui et al.， 2019； Grossman， 2000； Holmlund et al.， 2011； Lundborg et al.， 2014；
Oreopoulos et al.，2006）。然而，母亲学历是否同样可以提升青少年子女的主观幸福感尚

待研究。已有研究对该问题的考察相对较少，且均基于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难以解读为

因果效应（Ge，2017）。因此，本文旨在评估母亲学历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因果效应，

从而将母亲人力资本的代际溢出效应拓展至主观幸福感研究，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第

二，本文从物质生活条件、家庭教育环境与模式、家庭教育期望、家庭氛围和谐度以及

代际陪伴时间等多个视角，全面揭示了母亲高学历背景影响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内在机

制，并从劳动经济学视角为探究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缺失的原因提供了数据支撑。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母亲的高学历背景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既存在正向提升效应，也存在反向抑制效应。

首先，相较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高学历母亲拥有更稳定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

（Carneiro et al.，2011），从而能够为子女提供更多物质资源。其次，高学历母亲更重视教

育。Cui et al.（2019）发现，具有更高学历的母亲能够为子女营造更好的学习环境。吴贾等

（2020）的研究发现，耐心的母亲更倾向于采用科学的教育方式来教导子女，而科学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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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能够减少子女对学习的抵触情绪，有利于提升子女成长阶段的幸福感。

此外，高学历母亲更懂得陪伴对于子女成长的重要性 （Coleman，1988；Daly，
2001）。一方面，高学历母亲更有能力将子女带在身边，降低子女沦为“留守儿童”的可

能性（石智雷、宁桃丽，2024） ①。Chang et al.（2019）和Wu（2015）的研究指出，留

守儿童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的陪伴、交流和关怀，更有可能出现自闭或抑郁情绪。另一方

面，高学历母亲由于对科学育儿知识具有更强的甄别和理解能力，也更加注重代际互动。

从以上方面可以看出，母亲高学历能够有效提升青少年子女的幸福感。然而，除

了上述幸福提升效应，母亲的高学历背景也能够降低青少年子女的幸福感。首先，高

学历母亲对子女的学习要求更高。刘杨和蔡宏波（2020）、张川川和葛润（2024）的研

究发现，相较于低学历父母，高学历父母对其子女的教育期望更高。适当的教育期望

能够激发学习兴趣和动力，增强学习信心。然而，过高的教育期望既可能表现为“高

学历教育倾向”，例如让子女参加过多的课外辅导班或家教，也可能表现为“全面发展

教育倾向”，例如为子女安排过多的才艺类培训班（Ang et al.，2009；Lu et al.，2021）。

其次，高学历背景也能够通过影响家庭氛围，进而对子女幸福感产生不利影响。研究

表明，高学历能够显著增强女性的经济独立性（Becker，1981）和家庭议价能力（Davis 
& Greenstein，2009；Lundberg & Pollak，1996）。这不仅减少了婚姻对于高学历女性的经

济价值，也增强了她们应对离婚相关问题的能力（Hoem，1997）。这些因素使得高学历女

性在面临家庭分歧时选择“坚持自我”的机会成本大幅降低，从而可能引发家庭冲突、降

低婚姻稳定性，最终对子女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Akee et al.，2018；
Amato & Afifi，2006；Cesarini et al.，2016）。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推论的成立通常以其配

偶（父亲）不愿意“让步”为前提（Schwartz & Han，2014）。此外，高学历还赋予母亲更

成熟的认知能力和问题解决技能（Amato，2010）。若这些能力最终能够沉淀为一种“长远

思想”和“全局意识”，那么母亲的高学历背景则有助于营造和谐家庭氛围。

最后，尽管高学历母亲更加注重代际陪伴和互动，但她们能否拥有足够的时间陪

伴子女却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高学历母亲认识到陪伴对于子女人力资本积累

的重要性，愿意花更多时间陪伴子女（Sayer et al.，2004）。另一方面，高学历母亲更

可能拥有一份收入高且稳定的工作（Harmon & Walker，1995），而“高收入”和“稳

定”往往与“低灵活度”相关。因此，母亲的高学历也可能减少代际陪伴时间。

①　  高学历母亲也可能因外出工作的需要被迫离开子女，从而增加子女成为留守儿童的可能性。

本文将在后续的机制分析部分进行相应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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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母亲的高学历背景对其子女幸福感的影

响取决于正向与反向作用机制的强弱对比。同时，本文将逐一检验上述机制是否存在，

以全面、深入地剖析母亲高学历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影响路径。

三　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主要数据来自CFPS。CFPS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

的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追踪调查。调查内容涵盖个体、家庭及社区层面的工作、

教育、健康、收入等信息。CFPS基线调查始于 2010年，覆盖全国 25个省份、16000个

家庭。此后每隔两年开展追踪调查。在 CFPS调查中，10~15岁和 16~17岁受访者分别

被纳入少儿库和成人库，二者的问卷内容存在较大差异。为了统一刻画子女特征，本

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10~15岁的青少年。

（二）结果变量：子女主观幸福感

本文的结果变量为青少年子女的主观幸福感。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法测

量主观幸福感：第一种为“生活满意度”或“自评幸福感”，第二种为“享乐主义幸福

感”。前者代表个体对生活的综合感受或评价（Diener，1984；Dursun & Cesur，2016；
Graham & Nikolova，2015），后者则指个体日常所经历的各种情感的性质，即快乐、兴

奋、忧愁、悲伤、生气等情绪的频率和强度（Angelini et al.，2015）。在本文的研究框

架下，母亲的高学历背景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影响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稳定存在的

代际溢出效应。这要求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刻画也要基于一定时期内生活各方面满

足感的总体评价。因此，本文采用第一种方式定义青少年子女的主观幸福感。

具体而言，本文基于题目“你觉得自己有多幸福？”构建青少年子女的主观幸福

感。由于该问题仅在CFPS 2010年、2014年、2018年、2020年和 2022年共 5轮调查中

涉及，本文使用上述 5期数据的混合样本构建数据集。在CFPS不同年份的调查中，主

观幸福感问题的设置略有不同。在CFPS 2010年调查中，有关幸福感的问题为李克特 5
级量表，得分为 1~5；而在 CFPS 2014年、2018年、2020年和 2022年调查中，则被调

整为 11级量表，得分为 0~10。数字越大均代表越幸福。上述主观幸福感量表被广泛应

用于全球各种社会调查，并且既往文献已证明基于此量表构建的主观幸福感指标的可

靠性和有效性（Akaeda，2020；Dursun & Cesur，2016；Vanassche et al.，2013）。

本文使用CFPS 2014年、2018年、2020年和 2022年提供的 11级幸福感量表的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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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刻画青少年子女的主观幸福感。为了降低测量误差带来的影响，也为了消除不同

年龄青少年对于幸福感认知和评价能力的系统差异，本文进一步构造了经年龄标准化

的幸福感得分（CFPS 2010年、2014年、2018年、2020年和 2022年）。其中，各期年龄

标准化幸福感得分=（原始幸福感得分-各年龄组孩子的平均幸福感得分）÷ 各年龄组

孩子幸福感得分的标准差。

（三）关键解释变量：母亲学历

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为母亲的学历。若母亲的最高学历为大学及以上，则该变量

取值为1；反之，则取值为0。
（四）样本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进一步对数据做了如下限定。第一，仅保留受访时年龄超过 22岁的母亲。第

二，将母亲的（潜在）高考年份限定在 1987-2010年之间，即以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实

施年份（1999年）为中心，向两侧分别延伸 12年。第三，剔除代际年龄差在 15~50岁

区间以外（Cui et al.，2021）以及母亲（潜在）高考时年龄不足 13岁的异常值。第四，

剔除观测值过少的母亲出生年份和高考户籍地省份，以增强样本的代表性。最终，本

文样本包含6914名10~15岁青少年，共9973个观测值。

表1展示了本研究结果变量、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中男孩比

例为 52.5%，平均年龄为 12.44岁。母亲的平均年龄为 38.35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6.80
年，其中7.0%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10~15岁青少年子女的平均幸福感得分约为7.29。为

进一步了解不同学历母亲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分布差异，本文根据母亲是否获得大学及以上

学历将样本分为“高学历组”和“低学历组”，并给出子女主观幸福感原始得分和年龄标

准化得分的核密度曲线。如图1所示，相较于低学历母亲，高学历母亲的青少年子女并未

拥有更高的幸福感。此外，高、低学历组样本的平均幸福感原始得分分别为7.25和7.83。
上述组间直观比较结果显示，母亲的高学历背景并未有效提升青少年子女的幸福感。

表1　描述性统计

主观幸福感（0~10）
年龄标准化主观幸福感

孩子性别（男性=1）
孩子年龄

孩子汉族（是=1）
母亲年龄

母亲受教育年限（年）

母亲最高学历大学及以上（是=1）

9973
9973
9973
9973
9973
9973
9973
9973

7.294
0.020
0.525

12.435
0.875

38.350
6.802
0.070

2.465
0.983
0.499
1.704
0.331
4.490
4.596
0.256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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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潜在）高考时具有农村户口（是=1）
1998年各区（县）不受高考扩招政策影响的群体中最高学历为
大学及以上者的占比

母亲出生时所在省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

母亲出生时所在省的每万人病床数

母亲出生时所在省的每万人医生数

9973
9973
9973
9973
9973

0.923
0.008
5.880

19.634
10.815

0.266
0.016
0.637
6.990
4.245

续表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2022年数据和《中国教育考试年鉴 1999》、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图1　青少年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分布图

注：绘制核密度曲线时采用Epanechnikov核函数，选择最优带宽。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22年数据绘制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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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设计

为了研究母亲高学历背景如何影响青少年子女的幸福感，本文构建如下线性模型：

yikpgt = β0 + β1mheduikpgt + X'ikpgt δ + πk + θp + θp × Ck + ωt + εikpgt （1）
其中，下标 i代表子女，k、p、g、t分别代表母亲的出生年份、高考户籍地省份、

（潜在）高考年份以及调查年份。yikpgt为子女的主观幸福感，mheduikpgt为母亲学历。Xikpgt

代表子女、母亲及区域特征。其中，子女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和民族（汉族=1），母亲

特征为母亲高考时的户口类型（农村户口=1），用以代理母亲高考时的家庭收入状况。

区域特征方面，本文首先控制了高考扩招政策实施前一年（1998年）各区（县）不受

高考扩招政策影响的群体中具有大学及以上文凭的比例，用以捕捉政策实施前本地

（区/县）人口上大学概率的地区差异。其次，为进一步剔除各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主观

幸福感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控制了母亲出生时所在省份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每万人

病床数及医生数（Ma，2019）。πk、θp和ωt分别为母亲的出生年份、高考户籍地省份和

调查年份固定效应。此外，由于随时间变化的地区特征也可以同时影响子女幸福感及

母亲上大学概率，本文进一步控制了高考户籍地省份线性队列趋势 θp × Ck。

由于环境、基因等不可观测因素可能同时影响母亲的上大学概率及子女幸福感

（Cui et al.，2019），本文参考 Fu et al. （2022）和 Li et al. （2017）的研究利用中国高等

教育扩招政策构建工具变量：

CEEpg = expang × enrollshare1998p （2）
CEEpg 代表预计在第 g年省份 p参加高考的母亲所受到的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潜在

影响程度，由两项相乘得到。第一项 expang 为基于《中国统计年鉴》计算的历年全国

实际大学新生录取人数与潜在大学新生录取人数之间的差额。其中，如图2所示，潜在

大学新生录取人数的计算过程如下：第一，对 1990-1998年全国实际大学新生录取人

数进行线性拟合，得到拟合系数；第二，根据拟合系数预测高考扩招政策实施后每年

的全国潜在招生人数；第三，计算各年实际与潜在大学新生录取人数的差额，即为

expang。由于实际扩招人数可能包含地方政府对扩招力度的调整，本文未使用每年实际

扩招人数（Fu et al.，2022； Li et al.，2017）。

CEEpg 的第二项为基于 1999年《中国教育考试年鉴》计算的 1998年各省份实际大

学新生录取人数占全国大学新生录取人数的比例（%）（简称“招生份额”）。因此，

本文所构建的工具变量代表了历年各省的潜在扩招数量。Fu et al. （2022）和 Li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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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指出，1998年招生人数在全国所占份额越高的省份（enrollshare1998p越大），其

在扩招政策实施前的潜在扩招能力也越强，扩招政策实施后该省考生上大学的概率更

高。图 3刻画了各省份在 1998年、2000年和 2012年大学新生录取人数的变化趋势。如

图3所示，各省的高考录取人数呈增长趋势，且各省在扩招政策实施前、后的招生规模

呈现正相关关系。这种变化趋势表明，扩招政策实施前的地区招生份额能够在省级层

面反映扩招政策对母亲上大学概率的影响。

图2　全国高等教育扩招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绘制得到。

图3　1998年、2000年和2012年各省份大学新生录取人数

资料来源：根据1999年、2001年和2013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绘制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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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母亲学历为指示变量，本文采用Maddala （1983）的方法基于工具变量的 TS-
TEM模型解决母亲学历的内生选择问题①。首先，使用Probit模型估计式（3），得到系

数的估计值向量 σ̂，并计算风险项 λ̂ （逆米尔斯比） ②。其次，将 λ̂作为控制变量加入

式（4）。系数 δ1即捕捉了本文所感兴趣的因果效应。

mheduikpgt = 1(c0 + c1CEEpg + X'ikpgtΓ + πk + θp + θp × Ck + ωt + μikpgt > 0) （3）
yikpgtm = δ0 + δ1mheduikpgtm + τλ̂ikpgtm + X'ikpgtm η + πk + θp + θp × Ck + ωt + υikpgtm （4）

本文所使用的工具变量外生性依赖于如下假定：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实施前，对于

在不同高考户籍地省份（潜在）参加高考的母亲，她们最终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具

有平行的队列趋势。若上述平行趋势假定能够得到满足，那么在控制母亲出生年份及

高考户籍地省份固定效应后，工具变量能够满足外生性条件。为了检验各省份控制组

（在1999年以前（潜在）参加高考的母亲）上大学概率是否具有平行队列趋势，本文将

式（3）改为以下动态形式：

mheduikpgt = 1( ρ0 +∑s=1987， ≠1998
2010 ρs enrollshare1998p*Ds + X'ikpgtΘ

)+πk + θp + θp × Ck + ωt + ξikpgt > 0 （5）
其中，Ds 为高考年份指示变量。当母亲在第 s年（潜在）参加高考时，该变量取

1；否则，取 0。其他变量的定义同式（1）。式（5）中的主要交互项系数 ρs 即捕捉了

各队列相对于基组 （1998 年参加高考） 的高等教育扩招效应。图 4 描绘了交互项系

数估计值的队列趋势。对于在高校扩招政策实施前 （潜在） 参加高考的母亲，交互

项系数的估计值总体上不显著，表明扩招政策对她们上大学概率没有显著影响③。然

而，对于 （潜在） 高考年份在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实施后的母亲，系数估计值呈现了

先逐渐增大，进而平稳，而后逐渐减小的变化趋势。尽管自 2006 年显著水平逐渐降

①　  根据Maddala（1983），在误差项（由模型（3）和模型（4）的误差项联合构成）服从二维正

态分布的情况下，极大似然（maximum likelihood，ML）估计法能够得到有效且一致的估计

量。而两步（two-step，TS）估计量的一致性仅需第一步模型（模型（3））的误差项服从正

态分布，因此较ML估计量更加稳健。此外，当模型中包含较多虚拟变量时，ML估计法常常

无法收敛。为此，本文采用TS法估计主要结果。

②　  λ̂ = λ̂( )z'σ̂ = ϕ ( z'σ̂ ) （1 - Φ( z'σ̂ )），z为一个由常数项、工具变量及模型（1）中所有外生

解释变量构成的向量，其中Φ(⋅)和ϕ ( )⋅ 分别代表标准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

③　  尽管个别控制组的相对扩招效应呈负向显著，例如（潜在）高考年份为 1988年及 1990-1993
年的母亲，然而针对所有控制组系数估计值的联合显著性检验统计量 χ 2 = 83.5 （自举 1500
次，p=0.287）表明，平行趋势假定在总体上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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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①，（潜在）高考年份为 2001 年及以后的母亲上大学概率整体上显著提高。上述结

果表明平行趋势假定能够基本得到满足。

图4　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对母亲上大学概率的队列效应

注：图中实线上的点为式（5）中交互项系数的估计值，上下两条虚线代表系数估计值的95%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2022年数据和《中国教育考试年鉴 1999》、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绘制得到。

五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结果

表2展示了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对母亲上大学概率的影响。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对10~15
岁青少年的母亲上大学概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考户籍地省份每多扩招1万人，能够

提升母亲上大学概率0.7个百分点，相当于样本均值的9.94%。表3同时报告了使用OLS
（普通最小二乘）和TEM（处理效应模型）两种方法估计得到的母亲高学历对青少年子女

幸福感的影响。OLS估计结果（子表A）显示，无论使用幸福感的原始得分还是年龄标准

化得分，母亲高学历对子女幸福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子表B展示了TEM结果：

①　  对于（潜在）高考年份为 2006年及以后的母亲而言，系数估计值逐渐减小且变得不再显著，

其可能原因有二：第一，为避免大学扩招规模增长过快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教育部于

2006年提出要将重点放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上，从而逐渐降低扩招力度；第二，随着高考

年份逐渐接近2010年，样本量逐渐减少，导致估计效率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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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原始得分还是年龄标准化得分，TEM的估计值均变得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母

亲的高学历背景并未能有效提升青少年子女的幸福感，从而支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本文将上述不显著结果归因为同期政策或其他因素的干扰、不同特征群体呈现方向相

反的代际溢出效应、存在方向相反的作用机制。针对上述三种原因，本文将逐一进行检验。

表2　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对母亲上大学概率的影响

CEE

样本量

结果变量均值

第一步估计的F值

母亲是否上大学（是=1）
（1）

0.007***
（0.001）

9973
0.0704
112.9

注：括号中为自举500次标准误；***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2022年数据和《中国教育考试年鉴 1999》、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表3　母亲高学历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影响

子表A：OLS
母亲高学历

样本量

结果变量均值

子表B：TEM
母亲高学历

样本量

结果变量均值

子女幸福感

原始得分

（1）

0.206**
（0.086）

7629
8.245

-0.179
（0.288）

7629
8.245

年龄标准化得分

（2）

0.103***
（0.036）

9973
0.0197

-0.049
（0.121）

9973
0.0197

注：括号中为自举500次标准误；**、***分别表示在5%和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2022年数据和《中国教育考试年鉴 1999》、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二）排除来自同期政策或其他因素的干扰

本文首先排除同期政策干扰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影响。第一，中国于1986年7月1日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下简称《义务教育法》），然而

不同省份的具体实施时间存在差异（1986-1994年）。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中，母亲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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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年份为 1968-1990 年，因此仅有部分母亲受到了《义务教育法》的影响。为排除

《义务教育法》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参考 Ma （2019）的做法，在模型中加入了母

亲受《义务教育法》影响的标准化年数。表4第（1）列和第（2）列结果显示，在剔除

《义务教育法》干扰后，母亲高学历的代际溢出效应仍然不显著①。

第二，1979年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显著降低了生育率，同时提高了人力资本水平。

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中，母亲上大学的概率也可能受到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此外，自

1984年起，各地区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力度存在显著差异。若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强

度与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地区分布高度相关，基于式（3）的效应估计值将受到独生子

女政策的干扰，进而影响基准回归结果的一致性。因此，本文在基准模型中控制了

Ebenstein （2010）提供的历年各省份独生子女政策执行的标准化强度指数。表 4第（3）
列和第（4）列的结果显示，独生子女政策并未改变本文的主要结果。

第三，20世纪 80年代末，中国放松了人口迁移限制，开启了农村人口进城打工的

浪潮。Zhou et al. （2014）指出，因父母进城打工而被迫留守农村的孩子往往更容易产

生抑郁情绪。为了剔除人口迁移的影响，本文参考Cui et al.（2019）的设计，在基准模

型中控制了各省份初始人口迁移率与母亲出生年份指示变量的交互项。表 4第（5）列

和第（6）列的结果表明，人口迁移并未改变基准回归结果。

第四，本文的研究周期覆盖了新冠疫情初期。为排除新冠疫情对主观幸福感的影

响，本文剔除了新冠疫情暴发后的数据（CFPS 2020年和 2022年），以检验结果的稳健

性。表4第（7）列和第（8）列的结果显示，考虑新冠疫情的影响后主要结论并未改变。

表4　母亲高学历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影响：剔除同期政策干扰

母亲高学历

样本量

结果变量均值

子女幸福感

义务教育法

原始得分

（1）
-0.165

（0.286）
7628
8.245

年龄标准
化得分

（2）
-0.039

（0.121）
9972

0.0197

独生子女政策

原始得分

（3）
-0.211

（0.297）
7629
8.245

年龄标准
化得分

（4）
-0.068

（0.116）
9973

0.0197

人口迁移

原始得分

（5）
-0.277

（0.282）
7574
8.248

年龄标准
化得分

（6）
-0.061

（0.119）
9899

0.0208

新冠疫情

原始得分

（7）
-0.189

（0.277）
4171
8.250

年龄标准
化得分

（8）
-0.030

（0.108）
6515

0.0269
注：括号中为自举500次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2022年数据和《中国教育考试年鉴 1999》、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①　  由于CFPS未提供母亲接受义务教育时期所在省份信息，本文以母亲出生地省份作为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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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女性别异质性

Cui et al.（2019）研究发现，受“重男轻女”观念及“模范效应”影响，母亲学历

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女孩人力资本的积累。在本文的框架下，母亲高学历对男孩和女

孩幸福感的影响也可能存在性别异质性。为此，本文分别分析母亲高学历对男孩和女

孩幸福感的差异化影响。表5的结果显示，子女性别异质性同样未能较好地解释基准回

归结果不显著的原因。

表5　母亲高学历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影响：性别异质性

母亲高学历

样本量
结果变量均值

子女幸福感
男孩

原始得分
（1）

-0.644
（0.397）

4065
8.141

年龄标准化得分
（2）

-0.123
（0.155）

5235
-0.0335

女孩
原始得分

（3）
0.221

（0.380）
3564
8.364

年龄标准化得分
（4）
0.007

（0.160）
4738

0.0785
注：括号中为自举500次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2022年数据和《中国教育考试年鉴 1999》、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四）机制分析

1.物质生活条件

为了检验母亲高学历背景是否显著改善青少年子女的物质生活条件，本文考察了以

下四方面指标：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人均支出（包括家庭人均总支出、人均食品支出、

人均文化娱乐支出、人均旅游支出和孩均教育培训支出）、家庭资源（子女是否拥有城镇

户口）以及子女的营养状况（是否体重偏轻）。同时考察家庭人均收入和支出是因为消费

比收入更能反映家庭生活质量。子女的户口性质与其能否享受本地公立学校和医疗资源

密切相关（Cui et al.，2019）。子女营养状况则是反映物质生活条件的重要维度。

表6结果显示，母亲高学历显著提高了家庭人均纯收入。从各项家庭支出来看，除

家庭人均食品支出未显著增加外，母亲高学历对家庭人均文化娱乐、旅游及孩均教育

培训支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表6第（10）列和第（11）列的结果进一步表明，母

亲高学历还有助于子女享受本地公共资源，并改善子女的营养状况。

2. 家庭教育环境和教育模式

家庭教育环境和教育模式直接影响了青少年子女的学习兴趣、体验感和效率。母亲

的高学历背景是否有效改善了家庭教育环境和教育模式，进而提升了青少年子女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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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关于家庭教育环境，本文首先参考Cui et al.（2019）的做法定义了家长对孩子教育

的重视程度。其次，本文对CFPS提供的家长对待孩子的以下五种行为的频率得分进行

加总，用以刻画代际互动质量：“和孩子说话时很和气”、“喜欢和孩子说话”、“喜欢和

孩子一起玩乐”、“表扬孩子”和“批评孩子”①。得分越高代表代际互动质量越高。关

于家庭教育模式，本文参考吴贾等（2020），考察家长对子女的“自主支持式教育倾向”

及当子女成绩未达到预期时家长是否采取正面的处理方式。表7结果显示，高学历母亲

更重视青少年子女的教育，代际互动质量得以显著提升，高学历母亲也具有更高的“自

主支持式教育倾向”。因此，从营建良好教育环境、科学选择教育模式的角度来看，母

亲的高学历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有利于提高子女在受教育过程中的幸福感。

表6　母亲高学历对青少年子女物质生活条件的影响

母亲高学历

样本量
结果变量均值

家庭人
均纯
收入

（1）
0.346**

（0.161）
9923
8.938

家庭人均支出

总支出

（2）
0.412***
（0.129）

7608
9.336

食品
支出

（3）
0.134

（0.145）
9799
7.857

文化娱乐支出

是否
支出
（4）
0.069

（0.063）
9939
0.366

支出
金额
（5）

0.399**
（0.197）

3635
4.563

旅游支出

是否
支出
（6）

0.225***
（0.080）

7613
0.234

支出
金额
（7）

0.778**
（0.304）

1784
5.809

孩均教育
培训支出

是否
支出
（8）

0.081**
（0.033）

10101
0.921

支出
金额
（9）

0.694***
（0.173）

9304
7.304

子女
城镇
户口

（10）
0.221***
（0.066）

8283
0.189

子女营
养状况

体重
偏低
（11）

-0.158**
（0.070）

9828
0.611

注：括号中为自举500次标准误；**、***分别表示在5%和1%水平上显著；收入和支出变量均做对数化处理。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2022年数据和《中国教育考试年鉴 1999》、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表7　母亲高学历对家庭教育环境和教育模式的影响

母亲高学历

样本量
结果变量均值

家庭教育环境

对孩子教育的
重视程度

（1）
2.360***
（0.738）

4728
17.72

代际互动
质量

（2）
1.323**

（0.581）
3396
16.16

家庭教育模式
年龄标准化的

自主支持式教育
倾向得分

（3）
0.374**

（0.190）
3388

0.0247

孩子成绩不理想时
家长采取正面的

处理方式
（4）

-0.073
（0.050）

5861
0.865

注：括号中为自举500次标准误；**、***分别表示在5%和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2022年数据和《中国教育考试年鉴 1999》、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①　  每个问题的选项为“从不”、“极少”、“有时”、“经常”和“总是”，分别赋值为 1~5分。其

中，“批评孩子”的频率得分已调整为反向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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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庭教育期望与孩子的学习压力

子女承受过大的学习压力是母亲高学历负向代际溢出效应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

高学历父母对其子女有更高的教育期望，但教育期望只有在超过某一阈值时才会转化

为过高的学业目标，进而降低子女的幸福感（Ang et al.，2009；Lu et al.，2021）。在本

文的研究框架下，由母亲高学历背景所引致的教育期望是否已超过该阈值尚不得而知。

因此，本文进一步基于子女参加各类课外辅导班的情况、工作日或周末日均学习时长、

睡眠状况、自评学习压力及健康水平，更加全面和准确地考察母亲高学历对教育期望

的影响。

首先，本文定义了四个指示变量，用以分别代表子女是否在最近非假期的一个月

参加了学校课程类、竞赛类、才艺类及心智开发类课外辅导班或家教。对于参加了课

外辅导或家教的子女，本文进一步考察其周总课时是否过长及相应的课外培训总支

出①。表 8结果显示，高学历母亲更倾向于为子女投资艺术类培训项目，而子女参与文

化类或竞赛类课外辅导班的概率并未显著提高。同时，母亲高学历也未显著增加子女

参加课外培训的时长。

以上结果表明，高学历母亲并未安排子女参加过高强度的非才艺类课外辅导课

程。但值得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高学历母亲没有为其子女安排此类课外辅导。

数据显示，高、低学历母亲子女参加学校课程类课外辅导的概率分别为 33.1% 和

12.3%，参加竞赛类课外辅导的概率分别为 3.4% 和 0.8%，参加心智开发类课外辅导

的概率分别为 0.5% 和 0.3%。因此，受“全面发展教育倾向”的影响，高学历母亲子

女在参加非才艺类课外辅导班的同时更多地增报了才艺培训班。这种主观教育倾向

导致的“被动植入式”教育使青少年子女产生不良情绪，不利于其在成长阶段获得

幸福感。

其次，充足的睡眠和必要的娱乐和社交是青少年健康成长、幸福生活的重要前提。

参加文化类与才艺类培训课程会挤占青少年子女日常休息和娱乐时间。因此。检验上

述“挤出效应”是否存在将有助于更好地度量子女面临的学习压力。本文定义了五个

指示变量，分别指代子女在非周末、周末的日均学习时长是否过长、日常睡觉时间是

否过晚以及在非周末、周末的日均社交娱乐时长是否较短。教育部规定，小学、初中

和高中生在周一至周五的日均在校学习时长分别不得超过 6小时、7小时和 8小时，而

日均作业时间分别不得超过 1小时、1.5小时和 2.5小时。同时，教育部也建议中小学生

①　  本文将每周课外辅导班或家教总课时超过8小时视为课时过长，课外培训支出以对数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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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假日或周末的日均课外辅导时长不超过4小时。据此，本文将小学、初中和高中生

在非周末的日均学习时长分别超过 7小时、8.5小时和 10.5小时视为“非周末日均学习

时间过长”，而将周末日均学习时长分别超过 5小时、5.5小时和 6.5小时视为“周末日

均学习时间过长”。对于孩子是否睡觉过晚，本文将日常睡觉时间晚于 21∶30的 10~12
岁孩子和晚于 23∶00的 13~18岁孩子视为“晚睡”①。本文根据 CFPS 2010年时间利用

表中非周末及周末的日均社交娱乐时长中位数，定义子女在非周末及周末的日均社交

娱乐时间是否较短。表 8第（7）列至第（11）列的结果显示，母亲高学历虽然未显著

增加子女非周末日均学习时长，却显著增加了周末日均学习时长。同时，高学历母亲

子女晚睡的概率更大，非周末社交娱乐时间更短。

为更准确地刻画子女的学习压力，本文进一步考察青少年标准化自评学习压力②。

表8第（12）列的结果显示，母亲的高学历背景增加了青少年子女的自评学习压力（约

0.2个标准差），并且系数估计值接近10%水平显著（t = 0.207 0.140 = 1.48）。

表8　母亲高学历对青少年子女参加课外辅导及学习压力的影响

母亲高
学历

样本量

结果变
量均值

课外辅导或家教

参加学
校课程
的辅导
或家教

（1）
0.059

（0.070）
7846
0.139

参加竞
赛辅导
或家教

（2）
0.002

（0.024）
7867

0.00966

参加
才艺

培养班

（3）
0.153**

（0.059）
7869

0.0652

参加
心智

开发班

（4）
-0.018

（0.012）
7868

0.00318

周课外
辅导或
家教总
时长
过长

（5）
0.100

（0.110）
2753
0.389

过去
一年课
外辅导
或家教
支出总
金额

（6）
0.465*

（0.239）
2764
7.373

孩子的学习、睡眠和玩耍时长

日均学习
时间过长

非周末

（7）
0.090

（0.077）
7300
0.567

周末

（8）
0.133**

（0.066）
7298
0.200

晚上
睡觉
时间
过晚

（9）
0.136*

（0.075）
7733
0.309

日均休闲
娱乐和社会

交往时间较短

非周末

（10）
0.162*

（0.084）
2348
0.507

周末

（11）
0.074

（0.090）
2348
0.497

教育阶
段标准
化自评
学习
压力

（12）
0.207

（0.142）
9851

-0.0246

注：括号中为自举500次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和5%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2022年数据和《中国教育考试年鉴 1999》、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较大的学习压力也会体现在青少年的健康状况。因此，本文还借助子女的生理健

康和精神健康水平反映其是否面临过大的学习压力，其中生理健康指标包括自评健康

①　  “晚睡”的具体标准是根据国家卫健委对不同年龄段儿童最低睡眠时长要求设定的。

②　  自评学习压力得分为 1~5分，分值越高，代表学习压力越大。鉴于不同教育阶段的孩子通常

面临不同的学习压力，本文对该得分在不同教育阶段内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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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健康”、“很健康”或“比较健康”=1）、孩子是否在过去一个月内生过病以及

是否在过去一年内因病住过院。关于精神健康指标的构建，本文结合使用凯斯勒心理

疾患量表 （K6）（CFPS 2010 年和 2014 年） 及中心抑郁量表 （CES-D 20）（CFPS 2018
年、2020年和2022年）得分构建了“孩子是否抑郁”变量①。表9的估计结果表明，母

亲高学历虽然未增加子女住院或出现抑郁症状的概率，但显著降低了子女的自评健康

水平，同时也增加了其在过去一个月生病的概率。

上述结果共同表明，基准结果中代际溢出效应不显著，是由于母亲高学历背景增

加了子女的学习压力，进而抵消了物质条件、教育环境及教育模式改善对幸福感的正

向提升效应。

表9　母亲高学历对青少年子女健康状况的影响

母亲高学历

样本量

结果变量均值

自评健康

（1）
-0.056**
（0.028）

7752
0.960

过去一个月生过病

（2）
0.160***
（0.056）

10074
0.177

过去一年住过院

（3）
0.037

（0.034）
7306

0.0491

孩子精神抑郁

（4）
0.051

（0.055）
9927
0.219

注：括号中为自举500次标准误；**、***分别表示在5%和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2022年数据和《中国教育考试年鉴 1999》、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4.家庭氛围的和谐度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除了过高的家庭教育期望，母亲的高学历背景对青少年子

女幸福感的影响也受夫妻关系和家庭氛围的影响。因此，本文定义了以下三个指示变

量：过去一个月父母之间是否有过争吵、父母与子女之间是否有过争吵以及父母是否

离异。如表 10所示，母亲高学历虽未显著影响父母婚姻的稳定性，但增加了父母之间

和代际之间的争吵概率，且前者的系数估计值接近 10% 水平显著 （t = 0.097 0.068 =
1.43）。上述检验结果表明，母亲高学历所引致的家庭不和谐因素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负

向的代际溢出效应。

①　  临床上 K6>4 或 CES-D>15 被视为有抑郁倾向（Kessler et al.，2002；Prochaska et al.，2012；
Radloff，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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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母亲高学历对家庭氛围的影响

母亲高学历

样本量

结果变量均值

过去一个月父母之间
有过争吵

（1）
0.097

（0.064）
9557
0.253

过去一个月代际之间
有过争吵

（2）
0.046

（0.066）
9910
0.349

父母离异

（3）
0.009

（0.032）
10369
0.0201

注：括号中为自举500次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2022年数据和《中国教育考试年鉴 1999》、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5. 代际陪伴时间

表 7的结果表明，高学历母亲与子女之间往往有着更频繁、更高质量的代际互动，

但母亲陪伴时间的长短同样重要。如果母亲陪伴时间较为有限，子女也无法获得足够

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为检验母亲高学历是否减少了代际陪伴时间，本文考察了“子女

是否留守”和“子女是否主要由母亲照管”两个维度。具体而言，本文使用过去一年

内子女与其母亲、父亲的同住时长是否不足 5个月来衡量留守情况。表 11第（1）列和

第（2）列的结果显示，母亲的高学历背景并未显著影响子女的留守概率。

关于“子女是否主要由母亲照管”，本文区分白天（CFPS 2014年和2018年）和晚上

（CFPS 2014年、2018年、2020年和2022年）两种情况。如表11第（3）列和第（4）列所

示，高学历背景显著降低了母亲白天陪伴子女的概率，但并未显著影响母亲晚上陪伴子女

的概率。为统一分析口径，本文同样使用CFPS 2014年和2018年两期数据考察母亲高学历

对“孩子晚上是否主要由母亲照管”的影响，分析结果并未因此改变（见表11第（5）列）。

表11　母亲高学历对代际陪伴时间的影响

母亲高学历

样本量

结果变量均值

留守儿童

过去一年子女与
母亲同住时间
不足5个月

（1）
0.054

（0.052）
7715
0.234

过去一年子女与
父亲同住时间
不足5个月

（2）
0.013

（0.074）
7687
0.362

子女主要由母亲照管

白天
（CFPS 2014、

2018）
（3）

-0.157**
（0.080）

4388
0.332

晚上
（CFPS 2014、2018、

2020、2022）
（4）

-0.057
（0.076）

7727
0.459

晚上
（CFPS 2014、

2018）
（5）

-0.008
（0.079）

4376
0.424

注：括号中为自举500次标准误；**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2022年数据和《中国教育考试年鉴 1999》、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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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1999年实施的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外生性，实证研究了母亲受教育水

平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代际溢出效应。在中国现行“教育军备竞赛”日益常态化的背

景下，上述研究及相应的机制分析从家庭内部视角，为当前青少年幸福感缺失现象提供

了一定的实证解释。这对于保障青少年的健康、幸福成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 CFPS数据，本文研究发现，母亲高学历并未显著提升青少年子女的幸福感，

并且这一结论在排除各种干扰因素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异质性与机制分析显示，高

学历的母亲能够显著提高青少年子女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其所面临的家庭教育环境

和模式，但母亲的高学历背景也给子女带来过大的学习压力，抵消了正向的幸福感提

升效应。此外，代际陪伴的减少也是母亲高学历背景未能提高子女幸福感的潜在原因。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持续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普及

具有重要意义。高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不仅有助于个体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经济地

位的提升，还能够在物质资源积累、家庭教育环境建设及教育模式选择等方面产生显

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从而为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幸福生活提供坚实基础。因此，高

等教育的持续发展与推进有望带来长期的积极影响。

其次，深化“双减”政策改革并加强优质教学资源供给侧改革是关键。尽管母亲

的高学历背景能够有效提升子女的物质福利、改善家庭教育环境并优化家庭教育模式，

但高学历背景未必能够直接提升子女主观幸福感。本文研究表明，导致这一代际“教

育-幸福”悖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高学历背景所引发的过高家庭教育期望。不可忽视的

是，高学历背景所带来的过高教育期望，除了源自高学历家庭的教育期望外，当前激

烈的升学竞争格局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青少年幸福感缺

失问题，弱化“教育军备竞赛”至关重要。而深化“双减”政策和加强优质教育资源

供给侧改革是行之有效的突破口。具体而言，政府应坚持落实并进一步巩固“双减”

政策。一方面，通过提高学校和教师的作业管理、课后服务及课堂教学质量，切实减

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另一方面，强化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引导家庭合理选择校外

培训课程，科学规划培训时间。此外，政府还应加快优质高中与大学的建设，增强优

质教育资源的可获得性，进而有效削弱“高学历父辈-过高教育期望”这一代际传递动

机，帮助青少年脱离激烈的“升学旋涡”，实现“知识-幸福”的双赢局面。

最后，鉴于代际陪伴时间的减少是母亲高学历背景未能有效转化为子代主观幸福感

··103



劳动经济研究　2025年第13卷第4期

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本文提出以下几项可行的对策。首先，应创造更加友好的社会环

境，鼓励单位和企业实施弹性工作制、推进远程办公的合法化，探索建立“家庭时间账

户”制度，使员工能够将加班时间转换为家庭时间，从而提高陪伴的灵活性。其次，应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一方面，可以尝试将“家庭关系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提高青少

年对家庭沟通与情绪管理重要性的认知；同时，延长课后服务时间，通过“教师与同学

的陪伴”适度弥补“家庭陪伴”的不足。另一方面，政府还可以为家长提供“科学育儿

工作坊”，帮助其打破“物质替代陪伴”的认知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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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cline in adolescent well-being has become a growing public concern.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maternal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adolescent children and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 
mother’s higher education does not significantly enhance her adolescent children’s well-being.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while higher maternal educa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children’s material living conditions, family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parenting styles, these 
positive effects are counteracted. The subjective educational preferences associated with highly 
educated mothers, specifically a strong emphasis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all-around 
development, impose considerable academic pressure on adolescents. Furthermore, the reduction in 
time mothers spend with their children is identified as another contributing factor to the adolescents’ 
diminished sense of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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